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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今天是记者节，我特别高兴能和北大同学一起度过自己的节日。

2000年11月8日，中国第一次有了记者节的时候，北京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在这个庆祝会上，我作为记者代表有一个发言。当时有这么几段话：“我们这些记者有幸赶上了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那么我们做了什么，社会为什么让我们享有这种节日？凭什么呀？三百六十行，凭什么要给记者这个节呢？”——这确实是我当时在想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行在今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公众看记者的眼光在有了这个日子以后，可能会多一些期待，也有理由多一些挑剔。在记者节那些天，我想的更多的是记者节这个日子其实是用来警示自己的，就是提醒我们，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都应该把握自己的社会角色。为新闻工作者设立一个节日，体现了社会对这一份职业的尊重，我们承受这一份社会奖赏，更要强化自己的职业意识，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国家、社会、人民通过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们，要负责任，要如履薄冰，不辱使命。从2000年第一个记者节到今天2005年，我感觉到媒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活跃，记者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职业。

我刚才特别自恋地用那么长时间来祝贺我们自己的节日，其实，在这儿我想跟同学们交流的是：记者这一行，它是干什么的？主持人是干什么的？它是职业地跟人打交道的这么一行，它以沟通为使命，它应该是在社会上、在人群中最具有亲和力的一群人。沟通不仅是记者的职业能力，也应当是现代人的能力。

我们看看电视台，有各个工种，这个大家看任何一个电视节目的片尾字幕就看得出来。在那么多工种里面，比如说编导、策划、监制、摄像、出镜记者、主持人，还有灯光、制作、技术等等，太多了，都是人才。为什么选择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站在镜头前来和观众交流？为什么？

你可能说，这个人聪明啊！那台长不聪明吗？这个人有判断力？台长比你还有判断力！

台长的这种角色，就像船长，制片人也是一样，就是看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团队，奔向一个目

标的那种能力。他对方向的判断要超过常人。这样的人，往往就成了制片人、台长。

还有一种人，就是策划，出主意的，特别能出招，另类思维的人，善于异想天开，这种人就特别适合当策划。其实原来电视台没有专门的策划，编导本人策划能力比较强的就自己策划，这些年电视发展起来，就出来这么一个新的工种，有很多都是过去的报人，过去的文化人，“触电”以后就把他那种思维上和笔头上的优势用到了电视上面，成为了策划，策划占有资讯，他运用资讯的能力应该说是超过别人。点子大王，就是策划。

我们刚才说了，这种有判断力的人，有方向感的人，能出点子的人，都各有各的用场。那么，直接和观众交流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使得他站在镜头前呢？他在电视这个团队里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他被镜头选择？被镜头选择实际上就是被观众选择。你们感觉，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被镜头选择？

（学生回答：有亲和力、应变能力、口语表达能力的人。）

我都不用讲了，你们都说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用最白最通俗的话说，什么人能够被选择？就是最善于沟通的人。表现在：有人缘、会说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主持人不是按他(她)好看不好看被选择的，而是看他(她)有没有人缘。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早些年的中国电视，特别幼稚的时候，选人是按挂历上的模样选的，周正、漂亮、挑不出缺点。后来中国电视进步了，标志之一，就是崔永元当了主持人。崔永元最让你接受的难道不就是他的人缘吗？他多有人缘啊！我发现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一提到崔永元这三字，观众整个面部表情的线条就变得柔和起来，就像说自己家人一样，至少也像是邻居大妈家那个二哥，完全是“自己人效应”，这在传播上太重要了。你不觉得他是外人，这就叫认可。

人缘是怎么产生的？在人际交往中，有很多种类型，有些人是先天的，生来就有人缘。你把他搁到人群里面，他特快活，特有沟通欲望，没有障碍；有的人先天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不是优点缺点，大千世界，人生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很矜持，我心里不是不想交流，可是看见你的时候，我不愿意讲话；还有的人愿意和喜欢的人交流，对于不喜欢的人，不屑与他交流；有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戒心；还有的人过于羞涩。我们从职业的角度，琢磨自己先天的因素，我适合干什么，如果发现自己潜质里愿意和人打交道，一放到人群里如鱼得水，在人群中挺受欢迎，交流没有障碍，那么可以选择和人沟通的这一行，比如说当老师、当主持人、当记者等。如果说有的同学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嫌闹得慌，说话都嫌烦——这不是缺点，他就是这样的个性，比方说情愿和机器打交道，那就不要选择新闻这一行，可以选择和机器打交道的职业。我觉得，在我们设计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不是能以职业的角度来重新琢磨琢磨自己的性格。如果说你性格中有这个倾向，那么你选择这个职业后就可以事半功倍；如果说你性格中没这个倾向，而你还非得选择这个专业，那就不是快乐工作，而是变成了刻苦工作。我不太赞成刻苦工作。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工农兵学员，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高考制度被废除后，就从农民、工人、解放军里面选拔一些优秀者来上大学，同学一入校水平参差不齐。我们班有一个湖南人，普通话说不明白，却阴差阳错地让他学播音，他非常刻苦，但一说话就像毛泽东似的，其实他写文章写得挺好的，他要是转一个专业，转编采专业不就完了嘛。可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没转。我觉得他上大学这几年，在专业上，没有快乐，到最后他也没有取得过专业上的自信。我觉得这是挺不幸的一件事。一个人学的专业是自己不擅长的，不喜欢的，又不能改；相反，有一些人对这个专业能够跟玩似的，这是最好的境界，跟玩似的，就不吃力了。有一点职业意识，把自己潜在的东西调动起来最好了。

现在我说的是一个人可能先天具有那种沟通优势，有的人不太具有那种优势，就要用职业眼光，来重新判断一下自己。崔永元就是一个先天具有沟通优势的人，他那种沟通优势不表现在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地说话，他话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让人觉得有距离，他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不让人有距离，他不让人有压力。他看人的眼光确实一直都保持平视，这到底是表现出口才还是这个人的为人态度呢?我想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比方说，你不会看他肉麻地吹捧谁，同时他面对最普通的人的时候，也不会俯视，他在节

目里表现出对各种各样的人一种由衷的尊重，我最欣赏崔永元的就是这点。其实从表面来看，他轻松，他幽默，他有意思，他可爱，但仔细想想骨子里的东西，是什么让你对他有好感呢？是他对人的尊重，你听他什么时候在嘉宾或者观众面前说过一些显得自己很高的话？比如我们有的主持人会这样说：“观众朋友们，说到安徽，您可能知道，可要说到‘安徽’这两个字的来历，您可能就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这句话，表现出主持人在有意无意之间低估了观众，这就是不尊重，你什么时候听过崔永元这么说过话？就算是你假设观众不知道，然后你来讲这事，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这句话不是一个技巧，真的是一个态度，崔永元有这种先天的平等的意识，这种诚恳的待人态度，当然也有后天的训练积累。在成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以前，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当过几年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是全国广播节目里办得最好的，崔永元在那里的记者中也是最好的之一，我就是从他的稿子里认识他的。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到这个栏目去做调研，人家给我提供了一批稿件，“看，这是我们最近的获奖稿件！”我发现有一个系列稿叫《边关行》，写得特别好，大气磅礴，特老到，稿件上署名：崔永元。我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为我的同事了。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小崔会是一个幽默的人，看了稿子感觉他是一个特别有分量的人。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说“这就是小崔”，我感觉和写稿子的就不像是同一个人，他表现得像是没睡着或是刚睡醒一样。后来他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当策划，也是属于很善于出点子的人，谁也没有把他往主持人那里想。《实话实说》开办以后就开始试主持人，大家推荐了很多人都来试，看谁能当主持人，试了这个不行，试了那个不行，试了无数人，像走马灯一般，小崔同志就在眼皮底下，谁也没想到。最后，头儿说：“那你试试！”就那么简单。小崔往镜头前一站，他原来是广播人，不熟悉电视环境，很多摄像机，看也看不及，不知道看哪个。有经验的人就知道，灯亮的那个就是在拍你的，但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时间，启用他的制片人——大家都知道，如雷贯耳哦，时间对中国电视做过很多贡献，其中一个就是把崔永元推出来了，后来接着把白岩松推出来了——当时，时间就做了一件听起来特简单，但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事：他到现场一看，看小崔有些六神无主，他说：“你们怎么能要求崔永元看摄像机呢？你们不要让崔永元找摄像机，你们要让摄像机找崔永元！”于是，崔永元就没有了压力，他就没有了那些技术性的顾虑，他的全部精力就在跟人交谈中，按节目的方向走话题，这就把崔永元的长项发挥出来了，而短项避开了。当然，崔永元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现在已经深知什么时候看哪个摄像机了。当时，时间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举动，很多人不是没有交流的才能，但是一到镜头前，镜头会让一个人的自信心瞬间损失一大半。有些人没过这关就被淘汰掉了。崔永元很幸运，碰见一个明白人，这样崔永元这种和人打交道的才能，就得以充分地展示。

我再顺带说一下白岩松是怎么出台的。白岩松刚过来也是策划，策划策划着，也是时间突然告诉他说：“你来采访吧，《东方时空》。”他还没有这种心理准备，那时候他是一个特消瘦的文学青年的样子，“哎呀，我不行，不行。”时间说：“大早晨你搞这个节目谁看啊？”——《东方时空》是早间节目，还得到一个美誉：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早晨真不太看电视，所以时间一句话让白岩松领悟，“啊，就是，谁看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心理暗示，一下没了负担，没了负担白岩松就和崔永元一样，也把他的聪明，和人沟通的长处，全部发挥出来了。他没有了那种技术性的顾虑，而技术是好学的，那是拿镜头练出来的，那是靠时间堆积出来的。当然也有天生不惧镜头的，比如说方宏进。我一直觉得方宏进是我们《焦点访谈》最优秀的主持人，现在他走了，到上海东方卫视。他就属于在镜头前和平时一样的人，不惧镜头的那种人。对方宏进本人来说，他太省事了，而且他节省了多少培训费用、培训成本啊！因为他没有试用期，他上来就能说啊。

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大家的熟人，他们把自身的长处非常合适地和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锻炼，使得这几个人成为了非常职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刚才说到这几个人的时候，我说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人缘，一个是会说话。有人缘，是说先天的性格可爱，随和，爱和人打交道，用职业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这个人在媒体中，他的眼光，他看问题的角度是让多数人喜欢的。比方说他的关注点。我一直觉得，人们看一个节目主持人有没有人缘，人们能不能从心里接受他，可能有这样一些指标。比如说，你是更关注你个人呢，你还是更关注别人。有一些节目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时候，他比较关注的是自己，这观众能看出来，比如说他采访的时候，会顾虑到他是侧面对着镜头，而侧面不是他最佳的角度，那他是更在乎采访对象告诉他的内容呢，还是他自己的角度？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其实一看这个镜头，人们就能判断出他在乎什么。一种真正的被明眼的观众接受的主持人，多半都是更在乎别人，更在乎外界，而不是更在乎自己。刚才说的那种过于在乎自己的采访方式要是细说的话，违背了好多种规律：它违背了人际间最常见的一种交流习惯，比方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要看着对方，表示尊重；在他谈的过程中，我要和他有呼应，以支持他把话说下去，可是以那种采访方式，即使采访对象原本想说，也没有说的欲望了。一个过度关注自己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人缘。

关注别人，还要关注弱势。比如说要采访一个高官，一个名人，有些人就不由自主地用仰视的眼光；一到了弱势人群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居高临下，甚至漠视。这样的人我觉得也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缘。有些记者在和弱势人群打交道的时候有种透出来的强势人群的优越感。比如说谈到农民工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谈：“如果他们的生活不能安顿，将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形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城市形象，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的公平权利。我们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说，“你们的违章建筑，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形象”，你要是不仔细听，他们乱盖小房子，搭建违章建筑，影响城市形象，好像说得挺有道理，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平视的角度吗？这完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城里人的强势人群的优越感。比如说对农民子弟的学校，有的教育主管部门就当着孩子的面，把那种简陋的民工子弟小学推倒，这种做法丝毫不去理会孩子们的感受，一个孩子会记一辈子，我的学校被你推倒了。这埋下了什么样的种子？那我们记者到现场，主持人到现场，以什么样的态度说话呢？是，那些学校可能是违章建筑；是，那教学质量可能没有达到标准。但是这道理那道理，硬得过这些学生要上学的道理吗？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对一些事情采取漠视的优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人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缘。

如果对一些很显要的、比较有地位的人不知不觉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也会让人觉得特别不亲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天我听一个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请来一位歌手，然后主持人就压抑不住那种兴奋，那是一个女主持人，“哎呀，我特别喜欢听你的歌！”我是从半截听的，我根本就不觉得她是一个主持人，她所有的姿态就是一个“粉丝”。你到底是谁啊？你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你要有自己适当的态度。你在生活中也可以是歌迷，可是你在自己的职业位置上，你有自己得体的态度吗？大家熟悉沈力老师吧，我们看看沈力老师对人的态度：早年前，沈力老师在荧幕上还非常活跃的时候，有一次她在节目里头改了一个句子，我想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真是一字之师。她采访演员刘晓庆，编辑给她写的稿子是这样的：“我们想采访刘晓庆，刘晓庆答应了。”沈力老师这样改的：“我们和刘晓庆相约见面。”大家感觉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视线？这是平等的视线。不是说我特别想采访你，你终于答应了，你一来我们蓬荜生辉，这不是一种最舒服的人际交流方式，最舒服方式的是平视。大家如果以后当记者的话，免不了也会有这种场合，采访别人的时候，你千万别那样仰视，那特别不利于接近。别人自己可能也不希望被仰望，那是不舒服的一种眼光，最舒服的一种眼光就是平视。

怎么平视？不要一心告诉自己要平视，要平视，一开口就变成“我特别崇拜您……”有的时候这种仰望是不由自主的。比方说我们走进北大，那些教授我们能不仰望吗？你要是作为一个学生那是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分寸就要拿捏得准。当你采访的时候，尽可能地让你的目光让公众能接受。我有一次采访李宁，那时李宁刚刚成为体操王子，有一个镜头特别美：当国旗升起的时候，李宁望着国旗升起，闭了下眼睛，一个很经典的镜头，他闭眼睛和国旗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诗意。后来采访李宁的时候，我就得使劲压着自己的这种仰望，他虽然年轻，但并不妨碍我仰望他，但我知道，如果我接下来仰望他的话，将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仰望不可能带来合适的交流，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和他说话呢？我第一句和他说什么？我不能说“李宁你这个镜头太美了，我从来不看体育节目都把我迷住了。”怎么和李宁说话呢？我这样说的：“李宁，你最近是不是挺累的？”这是我开始的第一句话。他说：“啊，我刚下飞机。”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没有跟他说“你好，感谢光临我们的节目”之类的，过分的客套也会造成距离，这就是要一种熟人般的效果，在熟人里面还有一种——我不知道他感受到了没有——就是我理解了他的辛苦，人家刚下了飞机，就跑到电视台来录节目，所以这里有一种我的谢意在里面。我就感觉到这样的交流就营造了一种气氛，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比较自然。我要是仰望着的话，就可能带来很多不自然，让观众看起来也是一样，除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以外，还有观众看起来是不是舒服，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一个人的倾向、态度、语言方式包括遣词造句都在影响着他在人群中的形象。

一个人有人缘，没人缘，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感觉，可能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感觉想和他说话，例如崔永元。崔永元最有本事的还不是他自己能说话，他特别能怂恿别人说话，这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好的职业素质。如果有本事把走进演播室的人，本来想看个热闹的人，撩拨得想说话，这就是主持人的成功。

什么叫会说话？会说话比有人缘好像更可感，它已经外化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你可能感觉到也可能感觉不到，会说话你是能听得到的。会说话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否认人的天赋：有些人天生就会说话；有些人一说就错，不说还好；还有一些人文章写得特漂亮，给女生写信特动人，一说话还不如不说。我们同样用职业的要求来衡量，作为一个电视人的会说话，就表现在他善于和各色人等说话，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一点对于在校学生好像是一个难题，让一个戴着眼镜的文绉绉的北大同学出去和三教九流说话，你怎么找这感觉？怎么找到这种说话的感觉？咱们同学一开口全是那种校园味儿，大家可能不察觉，尤其是没有工作过的同学。工作过以后，和各色人等打过交道以后，就不像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那样的学生，一说话全是校园味道。比方说，说“我”的时候前面总要加许多修饰，“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我”，哪有这么说话的？说的，是口耳相传的话，不是字，是要听的，这里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国家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培养人写作文，不注重培养人说话。你们现在在中学的时候有说话的课程吗？我女儿小学里写作文是这样的，叫《春天里的公园》，“我走进公园，公园的东南角是假山”，然后从东南面走到东北角，“东北角是迎春花”，然后又走到中间是喷水池，然后一个一个走过来，都走完了，“啊！春天里的公园真美啊！”我说，你能不能就写一个公园的绿，比如说树是怎么绿的，草是怎么绿的，这样不行吗？我女儿就觉得我特别不懂，说：“那样就不能得一等文。”把学生训练得这样写字！到了说话的时候，更有问题了，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就不太培养人说话。校园里的演讲比赛，背稿子，甩词，花里胡哨。大学辩论，我当过评委，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但往往是在自说自话，既然是辩论，要体现辩才，话得有针对性，而咱们大都是背卡片。我们平常这种口语的训练太少了，一开口就是校园味道，一出门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比方特别文绉绉的，一开口就跟人客气，跟人客气半天，就是不能接近，尤其是大家走出校门，不再是那种单纯的环境，要接触一些特殊人群的时候，各色人等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有能交流下去的基础和气氛，那就要从眼神，从打招呼的方式开始。这个，咱们都不由自主带着一些校园味道。我们那里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是这样，采访农民的时候，“大爷您好”，而你能不能这么打招呼，“您吃啦，大爷？”一般女生听到这种建议的时候都面露难色，这多土啊，多俗啊。其实要是真能俗下来，咱们还就到了一种境界了。打招呼，你和卖菜的大爷怎么说话，见着教授怎么说话，见着国务院总理怎么说话，见着流浪儿怎么说话，跟一个大毒枭怎么说话。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当记者，这都是可能的，就是不当记者，也有一个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求。比如马上毕业的时候去求职，跟主考官怎么开口，如果一见主考官目光闪烁，半天定不下来，或者是话太密，有些人话特多不是他特能说话，是紧张的一种表现，他不能承受冷场。他虽然话挺满，可是言多必失，他话一多，就说错，错了以后一慌张，更错。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必要去和各色人等沟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一听是贬义词，说人会看眼色，其实，真的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沟通起来就自如多了。

徐滔是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主持人，她跟警方特别熟。有一次一个人劫持人质，她被派去跟劫持者谈判，相持九个小时。我们想想，警方那么多人，为什么让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去当谈判代表？就因为她会说话，能沟通。当时劫持者在北京西站，有点歇斯底里，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手里拿着尖刀，架在一个女售货员身上，一动不动，现场有录像，这是一个男的，四十来岁，十分紧张，倒不是十分穷凶极恶。徐滔进去了，第一句话：“宝贝儿，你这是干什么呀？大老晚的，也不让我们睡觉！”我真是想不到她竟然能想出这么一句。徐滔进去以前，警察说她的任务就是舒缓松弛气氛，她这么一说，劫持者笑了。大家仔细琢磨，看似随口这么句话，里面有种心理揣摩，其实，采访就是运用采访心理学揣摩对方的过程。

张军是重庆的一个杀人魔王，极为凶残。警方和他较量了好多年，就是抓不住他。他有几个情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后他在看最小的情人的孩子的时候，被警方抓获。记者去采访，跟他面对面的时候，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张军扑过来扼住他的喉咙怎么办？他在监狱也可能把记者当人质，反正怎么也是死，我为什么要配合你记者？为什么要成全你呢？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怎么样让他开口说话，这就是本事。那个记者看着张军，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不怕死”。对这句话，怎么听里面的褒贬？观众听起来会这样判断：你是个亡命徒；张军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评价，他可以不把它理解成否定性评价，这句话可以多种理解。采访的时候不能说悄悄话，“你成全哥们一下啊”，电视采访是要记录给观众看的，所以记者当时这句话，可以让观众有那样的理解，让张军有这样的理解。后来记者就说到“你小女儿的名字挺好听的”，直触到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到后来，张军居然托付记者，“我跟她们说几句话，你把磁带带给她吧”。

还有胡长清，他拒绝和媒体说话，怎么让他说呢？后来去了一个《焦点访谈》特别资深的记者，有一定年龄、经历，他很诚恳地和他说：“这也是你面对公众说话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打动了他，他除了在法庭上没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是对胡长清的独家采访，内容后来被很多家媒体采用。

这些都是很特殊的人群，大家可能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和大毒枭、死刑犯打交道，那我们还是说些平常人。比如说老人，大家觉得六十岁以上才算老人吧，我经常看见一些报纸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他怎么这么说话呢！可能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吧，就觉得五十多岁怎么算老人呢？我的意思就是，你对人的称呼是直接影响人的心理的。有的商店里的售货员小姑娘太能说会道了，从你一进商店开始，“这特适合您……卖得特好……”说到后面“……这最适合你们中老年了。”顾客立刻转身就走。什么叫会说话，什么叫不会说话，不是话多就是会说话。很多媒体中的老年节目，就这样直接称呼“我们现在请来×××老人”，很多老年节目就是这样请嘉宾，哪有这样称呼的呀？他们可能还会想，我敬重你还不行吗？把你当成老人家还不行吗？还真不行，它有一种副作用。我这点体验，有很多是从我爸爸那里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和自己家的家长打交道的时候，体会一下他的感觉。我爸有一天很不高兴，说：“我今天到医院，那护士长管我叫‘敬老’！”我说：“叫‘敬老’挺好啊，那你觉得应该管你叫什么呢？”“她可以管我叫‘老敬’啊。”想想，这里有什么区别？“老敬”是工作状态，“敬老”是离休状态。就这么一个称呼，在他心里头的反应！人家好心好意，特别周到，没想到老人家回去一晚上郁闷。有一次我带我爸到深圳，深圳的“世界之窗”对七十岁老人免票，当时我觉得真好，还想为此在《东方时空》做一节目介绍呢，深圳是比较早实行这种做法的，对老年人特别尊重。那年，我们带着四位老人，我爸妈公婆，只有我爸一个人满七十了，其他人都是接近，差几个月没到。那天我爸就免票，我心情特好，看到了一种文明的做法，还省了钱。第二天早晨我妈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昨天晚上特别不高兴？”“怎么了？”“你爸说：‘真没用了！人家票都不管我要了。’”大家知道怎么跟老人打交道了吧，他们非常敏感，尤其是老头。女的要是退下来也无所谓，回到家也挺好，恨不得早点退休呢，她比较适应，回到家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人，特别是男的，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要称呼他的时候，你宁可给他称呼成“老张”、“老王”，不要管他叫“张老”、“王老”。

我原来曾经很简单地理解这种敬老，比方说在采访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去搀扶上点年纪的嘉宾。有一次我看王刚的采访，王刚属于那种人情练达的人，他特细微，他那天的嘉宾是一位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是资深老报人。他到演播室以后，怎么请他上台？如果是我以前，肯定是主动地迎上前去，把赵老先生请上来，做扶老状。而王刚老师是这样做的：从自己位子上起来，“现在我们有请赵浩生先生。”然后迎上前去，恭敬地作一手势，没有身体接触。赵老先生非常矍铄，步履轻快，走到前面来了。哎呀，我当时想，这分寸多合适啊。你只要一接触他，就变成扶着他了，而对于一个常年在美国，在西方环境下生活的中国老先生来说，他和山沟里的老大爷是不一样的。山沟里的老大爷，他觉得你扶我是敬我。对赵先生，你扶着他，他可能会拒绝，意思是，我还行。

在前年的《感动中国》有一位获奖人，高耀洁，她是民间抗癌特别可敬的一个妈妈形象的英雄。《感动中国》需要所有获奖人物走下一个台阶，她已经七十五六岁了，跟我妈妈同龄，走台阶的时候有些蹒跚。头一天演练的时候，就是白岩松扶着她一只手，她搭着这只手，特别像母亲和儿子，走下台阶，这是演练。第二天实录，当白岩松特别自然走上去，伸出手要扶高耀洁的时候，老太太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用。白岩松立刻就理解了老太太，不离左右，不远不近地陪着她，一点也没有接触。老太太是靠自己的力量走下来的，她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而白岩松如果远远看着她，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动作，白岩松就隔着一定的距离，特别关切的目光追随着她。可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已经不光是有声语言了，还包括形体语言。眼神、动作、举止、姿态，这都是一种副语言交流方式，在人际交往中有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和有声语言一起，形成了语言沟通的手段。

在一类人里面还有“这一个”的问题。同学们在和一个个体打交道的时候，得找到最适合的沟通方式。讲到这些，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我觉得，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语言沟通的职业工作者，技巧也不是最重要的。在人际沟通中，态度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同事，不会外语，走了好几个国家。怎么走出来的？她说，笑啊，笑就是通行证。我能想象出她那种状态，那一定是非常坦率的，同时又不失自尊，又希望得到帮助的那种诚恳的眼光。所谓副语言交流方式，比如说笑，就像通行证一样，帮她走过了那么多关卡。我上次去一所大学，我和与我联系的同学通了几次电话，见面的时候，我看迎面两个同学的样子，像是来接我的。“你是×××吗？”我问那个女生。“嗯”，奇怪的是，她的目光立刻转向和她一起的那个男生。这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我没有和那个男生通过电话，和我联系的是那个女生。我现在把这个动作分解重放：她为什么要躲开我的目光，看着那个男生？我揣摩：她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求助于那个男生，希望那个男生说话。可是那个男生和我没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们当时就干干地站在一起。沟通的障碍有时就是由这样的细节引起的。后来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女生，以后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要直接看着对方。这是第一步，当你没开口的时候，人的目光是最能沟通的。

早先，我看书上说人际沟通的时候，目光要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我就简单地机械地实践去了。有一次我把一个接受采访的人看得屡屡躲开我的目光，后来我很执著地说：“您还是要看着我，不然我这节目没法编了。”可是他还是不行，后来他说：“我不习惯长时间看一个女士。”我就想，我这里出什么问题了？我过于机械理解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的时候过于专注，给人压力。所以大家琢磨琢磨这目光，既要很坦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同时又不让人产生心理压力。我教大家一个办法，这个大家以后面试的时候可以用。面试的时候你要坦然地看着考官，但不要一进门就盯着主考官，“老师，我来自北大，我是……”目光要活泛灵动，要敢于和别人对视，这是第一步。以前在学校里看到老师躲着走的同学，现在要迎上去，然后目光直视，面带笑容，“老师好！”目光首先给人一个好感。我听说有一个学生，学财会的，面试总是失败，找不到工作，他就把自己的郁闷写在网上，谈自己在应聘中的种种遭遇，大家看了以后觉得特有意思，你写得这么好，干脆去当记者得了，然后他到一个媒体一试，成了。你说这事有意思吧，他在招聘的失败中发现了问题，他能够非常准确地写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且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在招聘中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在揣摩。我们现在谈沟通特别功利，都谈到找工作上了！如果谈得长远一些，一个人是不是个有魅力的人，是不是一个大家觉得很愉快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能力。现在我们的官员，在百姓中问起来，什么样的领导有魅力，他肯定是那种特别善于交流的。那种拿着稿子，“现在开会”、“起立”、“请坐下”，一点都不能自主交流的人至少不是现代色彩的人，应该有点意识，比平时多说几句话，多琢磨琢磨，将来和外界沟通时不成为障碍。大家这么好的专业背景，来自这么好的北京大学，如果因为沟通上产生障碍，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的前程，那就不合算了。

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始对话，我就看同学们沟通的能力了。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现场答问

问：刚才您谈到主持人在面对名人时要保持平视的态度，我想到了央视比较有名的节目《艺术人生》，请到的每一期都是名人，主持人朱军是面对名人最多的，面对这些确实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师，您觉得朱军保持了一个平视的态度吗？或者说面对这些真正值得仰视的大师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保持这种平视原则吗？谢谢。

答：就整体来说，我觉得朱军拿捏得还是很有分寸，比如说他在那些特别老的艺术家面前，表现得还是像晚辈。如果和一个老者平起平坐，大家看着也不舒服。我们一个记者这样说话：“‘你’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还“你”、“你”的，能这么说话吗？平视不能失去尊重，我觉得这一点朱军把握好了。在一些细节上，比方说嘉宾触到特伤心，特动情的地方，我主张还是要尊重人家。前几天我看了曲向东的一个采访，中央电视台一套的《大家》，在《大家》里，曲向东一出现，我觉得这个人特别让人信任，他那次是采访梁思礼，梁思成的弟弟，火箭专家。梁思礼在谈到“文革”中他的一个儿子夭折的时候，说不下去了，抑制着。这个时候，曲向东说：“梁老师，您如果不想说的话，我们不说。”我特别欣赏主持人的这种态度，这不是每个主持人都能做到的，当时曲向东表现了极大的尊重和善意，梁先生非常理智，非常有自控能力，说，让我冷静一下，然后接着说了下去。最后他表示，我之所以支持你们的工作，也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个回合让人感觉到升华了，不是说眼泪掉下来就成功了。



问：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了很多您的同事，比如说崔永元、白岩松。凤凰卫视在内地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我想请您从艺术的角度评价一下这样三对主持人风格的差异，一个是崔永元和窦文涛，一个是您和吴小莉，一个是水均益和阮次山。

答：硬要这样对比一下吗？比方说我和吴小莉，我比吴小莉老，我不具有吴小莉那样的国际视野，我也没有吴小莉那么靓。至于崔永元和窦文涛——他们俩，我觉得我更欣赏崔永元，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事。崔永元做的节目我觉得有一种人性的光辉。这话不能当着面说，太肉麻了。但我真的觉得。崔永元做的一些调侃的节目，都不是他最本质的东西。他最本质的东西是对于人，对人性的尊重。他的一个节目，应该说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叫《老师，对不起》，说一个学生在“文革”中曾经很不公正地对待他的老师，以后他成为一个画家，他出家了，他忏悔。这样一个节目，我觉得是最能够表现崔永元能做什么想做什么的。在窦文涛的节目里，有自如，有轻松，我看得不是那么多，我一时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色彩。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小崔。第三对，水均益显然比阮次山帅呀，但阮先生是一种

凤凰现象的代表，我很欣赏凤凰的几个“老头儿”，特别好。现在的中央电视台，还有很多地方电视台，特别缺有些经历有些沧桑的成熟的男主持人。我们怎么就没有产生曹景行、阮次山、杨锦麟呢？杨锦麟读报读出水准、读出智慧来了。现在最大的期待就是等到小水和小白长大了以后。



问：您从事了这么多年主持工作，您觉得主持这门艺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答：它能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接触到那么多种人生，那么多种经历。记者这一行，生活密度比较大，就是在单位时间里，经历多，接触人多，因此就可能会有很多参照，看看人家不同的活法。还有一个就是它所给我带来的快乐，就是这个工作特别的新鲜，永远都很新鲜，很多工作都很容易厌倦，所以我特别佩服理工科的工作。比如说实验室，你们能体会其中之乐，但我不行，我数理化是一塌糊涂，我当时化学得过四十多分。但是在我现在这一行里，跟人打交道，接触新鲜事，这都能让我觉得有快乐。还有就是当我看到我做的节目，尤其是舆论监督类的节目，比如说《焦点访谈》，对社会走向文明有推动作用时，我就享受到了自己职业的成就。我一直觉得从事让自己有点崇高感的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当然我所说的也不是那么理想化，任何职业都有几面，既有让我享受的地方，也有让我必须承受忍受的地方。



问：作为一个记者和主持人，当您要采访陌生人时，您怎么接近他？您是否要装着理解他？

答：我为什么要装着理解他呢？我就是因为不理解他我才走近他。就算我了解他了，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代表观众的，我要以观众的角度向他提问题。主持人在采访别人的时候，其实是要引发别人讲话，如果装作我什么都清楚，那何必要采访呢？



问：记者在从业当中如何抗拒金钱的诱惑？

答：这个有很多约束，就看你心里想要什么了？你要是对心里想要的东西特别明确，一切诱惑都没用。如果是你心里很模糊，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可能就有问题了。



问：我们老师这一辈在高中和大学读书的时候面对的诱惑要比我们少得多，我们现在面对外界的诱惑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您以一位母亲的身份给我们这一群您孩子辈的人一些忠告和建议。

答：哎呀，我女儿都没有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从来都觉得她不用这个，好像她比我还行。我觉得你们应该感到幸运，你们现在有很多诱惑，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很多选择呢。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一辈和你们这一辈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生的选择。我们那时候最鼓励的就是不让你选择，而让你做一块砖、一个螺丝钉。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教育观：你要做一个人，独立思想的人，有选择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就包括上大学，我是很幸运的，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恰巧又非常幸运地到了一个我自己喜欢并且能胜任的专业，这是我赶上了。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没赶上，这都是缺少选择的结果。你们现在诱惑比较多，感觉到困惑也比较多，这可能就是选择太多。我有一同事，特年轻，有一天，郁闷，唉声叹气，说：“我真倒霉！”怎么了？她开汽车，被人碰了一下，她就满脸不高兴。我说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年纪轻轻的就有车可撞了，我们那时候连自行车还买不起呢！机会多，选择多，好事啊！但机会、选择都有底线，面对很多诱惑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抗拒得了。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看到了，这就看你自己的定力了。我相信，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后，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力，有判断力的人就是一个有根的人了。



演讲者小传

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在哈尔滨读小学、中学。1972年下乡到黑龙江省清河林业局，修路、栽树、种菜、播音，在林海雪原生活了近五年。
 1976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1979年起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3年考入母校攻读硕士学位，从师齐越教授，研究方向为节目主持人。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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